
 

食品价格上涨对我国城镇各阶层居民社会福利的影响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CHNS数据库2004和2009年的数据，利用QUAIDS模型估计了食品价

格上涨对我国各地区、不同阶层城镇居民社会福利的影响。与国内外文献相比，本文的估计方法

既可以处理食品间的替代效应，又不需要假定消费者的预算份额方程是线性的，因此更加准确。

本文发现:（1）食品价格上涨对城镇居民的社会福利造成了严重的负向冲击。（2）低收入者不但

受食品价格冲击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更大，而且也更难以通过替代效应来进行缓冲。（3）不同省

份的家庭受到的冲击有较大差别。经济较发达的省区和农业大省的城镇居民，受食品价格上涨的

冲击较小。这些结论说明，食品价格上涨对不同群体社会福利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如果政府和国

内外救助机构能够根据上述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补贴或救助计划，将会更有效地减少某些地区城

镇低收入家庭所受到的负向冲击，增进城镇居民整体的社会福利。 

一、引言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研究食品价格上涨对我国城镇各阶层居民社会福利的影响。近

年来，全球食品价格持续上涨。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统计数据，从2004年

到2011年，全球食品价格上涨了105%，2011年食品价格指数更是高达231点，超过2008

年的峰值并达到了一个历史新高（参见图1）。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农产品消费大

国和进口大国，很难摆脱全球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居民食

品消费价格指数，2011年1月与2004年1月相比，中国的食品价格上涨了73%，其中粮

食价格上涨了87%，肉类价格上涨101%，蛋类价格上涨了95%。而在此期间的CPI指数

只上涨了22%，食品价格指数的涨幅远远高于CPI的增长（参见图2）。 

 

图1 全球食品价格指数                图2 中国食品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指数 

 

由于食品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之一，食品价格的上涨必然会对不同社会阶层的

消费和社会福利产生负面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食品的净购买者来说更是

如此。我国做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绝大多数城镇居民都是食品的净购买者，也必

然受到食品价格上涨的负面冲击。更重要的是，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虽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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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已经下降到35.7%，但各地区和各阶层的恩格尔系数有很大差别。2010年，城

镇最高收入户和高收入户的恩格尔系数仅为26.9%和32.2%，而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

户的恩格尔系数高达46.2%和44.1%；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最低的内蒙古和北京分别

为31.3%和31.4%，最高的海南和西藏分别为44.9%和49.9%。这意味着，食品价格上

涨对不同地区和城镇各阶层居民社会福利的冲击是很不相同的。 

深入考察此次食品价格上涨对城镇各地区、各阶层居民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

对于政府制定有针对性的补贴政策，和国内外各类慈善或救助机构设计更有效的社

会救助项目，都有重要意义。然而现有的国内外文献在研究食品价格上涨时，主要

集中于研究食品涨价的原因。专门研究食品价格上涨与不同阶层居民社会福利之间

关系的文献，在国内外都不多见。国内有一些文献研究了总体的通货膨胀（大多以

CPI为指标）的福利成本（如龚六堂等，2005；陈彦斌、马莉莉，2007；陈昆亭、郑

文风，2007）
①
，然而这类研究只能测算通货膨胀给全社会带来的福利损失，无法反

映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在通货膨胀时福利损失的差别。而且，这类研究只能测

算出总体通货膨胀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而不能测算出某种生活必需品（如食品）的

价格上涨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此外，这些关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都普遍忽

略了价格变化时不同消费品之间的替代效应，即消费者有可能用较便宜的消费品代

替较昂贵的消费品。如前所述，我国食品价格的上涨幅度要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

而且低收入阶层的恩格尔系数也远高于高收入阶层，在这种情况下，总体通货膨胀

的社会福利成本并不能反映低收入阶层的社会福利损失，这不利于决策者正确估计

通货膨胀对居民社会福利的影响程度。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库2004-2009年的微观数据，估计了

中国2004年以来食品价格上涨对不同地区城镇各阶层居民社会福利的影响，并考虑

到了食品价格上涨时不同食品之间的替代效应，从而弥补了国内文献在这方面的缺

陷。而与绝大多数国外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方法上。国外估计食品价

格上涨影响居民社会福利的文献，主要运用了两类方法，一类是以消费支出或营养

摄入作为居民社会福利的代理变量，通过回归分析或数值模拟来检验食品价格与居

民社会福利的关系，这种方法忽略了不同食品之间的可替代性，结果并不可靠；另

一类是运用各种需求系统模型研究食品价格与社会福利的关系，如线性支出系统模

型（LES）、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和几乎理想需求系统模型（AIDS），

这些模型都可以处理不同食品之间的可替代性问题，但这些模型都必须假定消费者

的预算份额方程是线性的，而这可能与事实不符。本文运用最近发展起来的二次几

乎理想需求系统模型（QUAIDS）估计食品价格对居民社会福利的影响，这种方法既

                                                            
① 严格地说，本文的研究对象与上述关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文献并不相同。本文关注的是食品价格上涨对

消费者需求和消费者福利的影响，而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研究则关注的是通货膨胀对持有货币者的非货币性收益的

影响(Craig & Roeheteau, 2005)。由于研究对象不同，这两类研究的结果是不能直接比较的。 

 



 

可以处理不同食品间的可替代性问题，又不需要假定消费者的预算份额方程是线性

的，因此估计结果比国外文献使用的其他各类方法更加准确。 

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相关文献评述，第三部分具体介绍了

二次几乎理想需求系统（QUAIDS），第四部分介绍了经验分析方法和数据，第五部

分报告了经验结果并进行分析，第六部分为结论性评述。 

二、文献评述 

按照估计方法的不同，研究食品价格波动与居民社会福利之间关系的文献可以

分为以下两类： 

（一）计量回归和数值模拟方法。简单地说，计量回归方法就是以社会福利为

因变量，以食品价格和其他影响社会福利的因素为自变量，运用各种计量方法进行

回归分析。运用该方法的关键是准确衡量居民的社会福利。Friedman et al. (2011)

用巴基斯坦居民在食品价格变动前后的营养摄入变化来衡量居民的社会福利变动, 

而Budd(1993)、Barrett & Dorosh(1996)和Minot & Dewina(2010)都是利用价格变

化和商品消费数量（或份额）信息估算出的消费者剩余来衡量居民的社会福利。此

类方法虽然便于计算，但是难以反映价格变化时不同消费品之间的可替代性。而且，

只有在效用函数是拟线性的特殊情况下，才能精确计算出消费者剩余，在计算时还

需要假定消费者收入不变，这都是难以符合现实情况的。而已经有文献证明，中国

的城镇居民在食品价格上涨时确实在用较便宜的食品来代替较昂贵的食品(Jensen & 

Miller, 2008)。因此，上述计量回归方法并不适于研究中国食品价格上涨与居民社

会福利的关系。 

此外，在最近的一篇文献中，陈彦斌和陈军（2013）对传统的通货膨胀福利成

本模型进行了扩展，使之可以研究异质性家庭（即不同阶层的家庭）在通货膨胀中

的福利成本。然而该方法与传统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模型和上述计量回归方法一样，

也没有考虑价格变化时不同消费品之间的可替代性。 

（二）需求系统模型。该方法利用等价变量(Equivalent Variation，简称 EV)

和补偿变量(Compensation Variation，简称 CV)衡量消费者福利。两者都是对价格

变化引起的福利变化的合理度量。等价变量是以价格变化前的旧均衡状态为基准，

要使旧均衡状态下消费者的效用与价格变化后的新均衡状态等价，就必须在价格变

化前从他手中取走一定货币，那么取走的货币数量就成为等价变量。补偿变量则是

以新均衡状态为基准，要使消费者的效用同他在旧均衡状态一样，必须要补偿给他

一定的货币，那么，补偿的货币数量就称为补偿变量。要计算这两个变量，需要准

确估计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这就需要用到各种需求系统模型。最早的需求系统模

型是1954年英国经济学家Stone在Stone-Geary效用函数基础上提出的线性支出系

 



 

统模型(LES)，这种需求系统把消费行为看成一个有机整体，在预算约束条件下，根

据效用最大化原则求解马歇尔需求函数。然而，LES模型是基于Stone-Geary效用函

数，该方法难以处理劣等品问题，忽略了商品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在计算收入弹

性时并不准确。随后 Barten(1965)和 Theil(1965)提出了 Rotterdam 模型，

Christeansen et al(1975)提出了超越对数模型，这些模型都企图克服 LES 模型的

不足，但是都存在局限性。如 Rotterdam 模型需要假定固定参数，这使它只适用于

C-D 生产函数；而超越对数模型则缺乏足够的理论基础。Lluch(1973)在 LES 的基础

上提出了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该方法一度被广泛应用于研究消费结

构问题。Deaton 和 Muelbauer(1980)提出了几乎理想需求系统模型（AIDS），该模

型既有超越对数模型那样灵活的函数形式，又有令人满意的理论基础，因此可以一

阶逼近任何一种需求系统模型。该模型取代了ELES模型的地位，成为近三十年广泛

应用的需求系统模型。AIDS模型假设消费者行为满足PIGLOG ( Price-Independent 

Generalized Logarithmic) 型需求函数，预算份额是总消费支出的线性函数。在给

定效用体系的水平上，该模型将需求表述为消费品价格和数量的函数，当消费品价

格上涨时，需要一笔额外的货币来弥补消费者效用的减少，以使消费者效用在价格

上涨前后保持相等。目前国外研究食品价格上涨与居民社会福利之间关系的文献，

主要基于 AIDS 模型。如 Deaton(1989)和 Ackah & Appleton(2007)分别研究了粮食

价格上涨对泰国和加纳消费者福利的影响，不过，这两项研究的时段是上世纪80年

代和 90 年代。对 2004 年以来这一轮食品价格上涨对居民社会福利影响的研究，同

样是主要基于AIDS模型，如Leyaro et al.(2009)、Vu & Glewwe(2011)、Wood et al

（2011）分别研究了坦桑尼亚、越南、墨西哥的食品价格上涨对当地居民社会福利

的影响。 

虽然AIDS模型得到了广泛应用，但Banks et al(1997)指出，如果消费者的预算

份额方程是非线性的，那么使用AIDS模型会有一定的误差，他们进一步将AIDS扩展

为二次几乎理想需求系统模型(QUAIDS)，在该模型中，预算份额的二次方是总消费

支出的函数。对此的直观解释是，在总消费支出较低时，二次项代表的是奢侈品；

而在总消费支出较高时，二次项代表生活必需品。这意味着，与AIDS模型相比，QUAIDS

能够反映同种商品对某些收入群体可能是奢侈品，而对另外一些收入群体可能是必

需品的现象，从而更加符合现实。范金等( 2011)利用中国的数据，对QUAIDS、AIDS、

LES等六种常见的消费需求系统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QUAIDS 模型的估计结果

是表现最优的。该方法已经在国内外开始应用于研究居民消费支出问题（如吴蓓蓓

等，2012），但很少用于研究居民社会福利问题。目前笔者仅见到Cranfield & 

Haq(2010)和 Alem(2011)两篇未发表的文献，分别研究了全球的和埃塞俄比亚的食

品价格上涨对居民社会福利的影响，而这两项研究各有缺陷。Cranfield & Haq(2010) 

 



 

利用的是1996年114个国家的宏观数据，虽然样本范围较广，但由于宏观数据的限制，

该研究完全忽略了食品价格上涨对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居民社会福利的影响；而

Alem(2011)则只是依据贫困线研究了食品价格上涨对埃塞俄比亚城镇贫困和非贫困

阶层社会福利的影响，而且他也没有考虑地区差别问题，这就大大削弱了该研究的

政策含义，不利于政府和救助机构对各阶层制定有针对性的补贴政策。 

相比之下，本文基于CHNS数据库提供的微观数据，利用QUAIDS模型研究了食品

价格上涨对中国不同地区、多个阶层城镇居民社会福利的影响。本文的创新主要体

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利用QUAIDS模型，本文解决了食品价格上涨时不同食品之间

的可替代性问题；第二，本文运用的QUAIDS模型不需要假定消费者的预算份额方程

是线性的，从而减少了计算误差；第三，本文基于CHNS微观数据，详细计算了食品

价格冲击对9个省区中5大社会阶层城镇居民的福利影响。因此，本文不但在计算方

法上与国内外绝大多数文献相比更加可靠，而且即使与运用相同方法的两篇国外文

献相比，本文的估计结果也更加准确，政策含义也更强、更有针对性。 

三、二次几乎理想需求系统（QUAIDS 模型） 

（一）补偿变量的计算 

本文研究食品价格上涨对中国城镇居民社会福利的影响，需要用到补偿变量

（CV）。即在价格发生变化之后，消费者要补偿一定数量的货币以保持自己原有的

效用不变。该变量需要通过家庭预算份额、价格变化和价格弹性来计算。首先，补

偿变量可以通过以下间接效用函数来表示： 

0 1 0( , ) ( ,U x CV p U x p+ = 0 )

ip

                                               （1） 

其中 x 代表家庭支出，p 是消费品价格的向量形式。上标 0 和 1 分表代表价格变

化前和价格变化后的时期。（1）式中的补偿变量CV 还可以用家庭支出函数 e(p, u)

来表示，其中 u 代表效用： 

1 0 0 0( , ) ( , )CV e p u e p u= −                                                   （2） 

若价格变化后居民的社会福利下降，则CV 为正值，若福利上升，则CV 为负值。

（2）式是隐函数形式，无法直接计算，只能用泰勒展开式做近似计算。如果我们不

考虑价格变化时不同消费品之间的可替代性，只考虑商品价格变化对CV 的一阶影

响，可以对家庭支出函数做一阶泰勒展开(Friedman and Levinsohn, 2002)来计算补偿

变量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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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wi表示在价格变化之前第i种商品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份额，ΔIn pi表示第i种

商品价格变化的比例。然而，当一种商品的价格上升时，家庭会寻找其他的替代商

品，使该商品的消费量下降，替代商品的消费量上升。因此，如果不考虑商品之间

的替代效应，仅仅用一阶近似的方式估算食品价格上涨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将会高

估社会福利损失，造成估计结果的不准确。所以，我们需要对家庭支出函数做二阶

近似，用二阶泰勒级数展开，这种处理方式就包括了商品间的替代效应： 

1

1ln ln ln ln
2

n

i i i ij i
i i j

e w p w pε ∗

=

≈ +∑ ∑∑ jp                                 （4） 

该方程比上述方程多了一项ε*ij，即补偿价格弹性，该价格弹性即为希克斯补偿需

求价格弹性。要估计补偿变量CV，关键是要准确计算补偿价格弹性ε*ij，计算该弹性

需要利用QUAIDS模型。 

（二）QUAIDS 模型 

二次几乎理想需求系统（QUAIDS模型）是由Banks等（1997）在几乎理想需求

系统（AIDS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的扩展。与AIDS模型相比，QUAIDS能够反映同种

商品对某些收入群体可能是奢侈品，而对另外一些收入群体可能是必需品的现象。

根据Banks等的思路，QUAIDS模型的效用函数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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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 是总消费支出，p 是消费品价格的向量形式，a(p)是价格 p 的一次齐次性

函数，b(p)和 λ(p)是价格 p 的零次齐次函数。与AIDS 模型一样，ln a(p)是超越对数函

数形式： 

0
1 1 1

1ln ( ) ln ln ln
2

n n n

i i ij i
i i j

a p p p pα α γ
= = =

= + +∑ ∑∑ j                                （6） 

而b(p)则是C-D型价格集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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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和j代表各类商品，i,j=1,…,n。函数λ(p)的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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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罗伊恒等式求解，可得消费支出份额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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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wi是商品i的消费支出份额，αi表示第i种商品的边际消费倾向，pj表示第j

种商品的价格指数，γij表示i商品的消费方程中j商品品价格的变动百分比对i商品消

费支出的影响，x为人均总消费支出，a(p)为综合价格指数。本文研究食品价格对社

会福利的影响，除了考虑各类食品价格的影响之外，还需要引入社会经济变量集合

（设为zh），以控制家庭之间的偏好结构差异和异质性。此时上述消费支出份额方程

可改写为： 

2

1 1
ln ln ln

( ) ( ) ( )i

n l
i

i ij j i
j h

x xw p
a p b p a p

λα γ β 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h hz            （10） 

其中，zh = (z1，…zL)为社会经济变量的向量形式。这一模型仍然满足微观经济

学对经济人（家庭）的三个基本约束，即可加性、零次齐次性和对称性。为了推导

出消费支出弹性和需求价格弹性的计算公式，首先我们将wi分别对ln x和ln pj求偏导

数： 

2 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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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1）式可以得到消费支出弹性的计算公式： 

1 i
i

iw
με = +                                                                  （13） 

由（12）式可以得到马歇尔（非补偿的）需求价格弹性公式： 

iju
ij ij

iw
μ

ε δ= −                                                                （14） 

其中δij是克罗内克函数(Kronecker delta)，若i = j则δij = 1，若i ≠ j则δij = 0。然后利

用斯勒茨基方程求解，可以得到希克斯（补偿）需求函数的价格弹性为： 
* u
ij ij i iwε ε ε= +                                                               （15） 

求出了希克斯（补偿）需求函数的价格弹性之后，我们就可以根据（4）式估计

食品价格上涨前后的补偿变量CV，从而得出食品价格上涨对居民社会福利的影响。 

四、估计方法和数据 

（一）QUAIDS模型的估计方法 

 



 

形如（10）式的消费支出份额方程可以用两种方法来估计，一是最大似然估计，

二是非线性似不相关回归，其中后者可以通过可迭代的广义非线性最小二乘法求得。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种估计方法的结果基本相同(Poi, 2008)。但是相对来说，非

线性似不相关回归在估计过程中可以更方便地应用 Stata 软件。正因为该方法的计

算过程比较简单，因此大多数研究者都采用似不相关回归来估计QUAIDS模型（Poi, 

2008; Wood et al., 2010）。本文也将采用非线性似不相关回归来估计食品价格上

涨对中国城镇居民社会福利的影响。 

非线性似不相关回归可以被看做是似不相关回归方法的扩展，该方法可以用于研

究参数相互影响的多个方程的系统，并考虑到回归方程间残差的相关性，用广义最

小二乘法（GLS）估计。第个i家庭的消费支出份额方程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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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中m = 1, …,M表示食品的种类，x表示系统中所有外生变量所组成的向量，

β是1 阶参数向量。如果各方程的残差间存在相关性，可以通过联立M个方程以得

到更准确的参数估计值。用广义非线性最小二乘法估计（16）式，参数估计值可以

通过M×M阶正定矩阵Σ = E(u’

k×

i, ui)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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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β                       （17） 

通过对正定矩阵之逆矩阵的乔洛斯基（Choleskey）分解，我们可以将（17）式

中的多变量广义非线性最小二乘参数估计值转化成单变量非线性最小二乘估计值, 

这时就可以通过可迭代的广义最小二乘估计法求得参数值。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

用似不相关方法估计QUAIDS模型时，残差项的协方差矩阵很可能是奇异矩阵（Alem, 

2011），此时我们就需要消去一个消费支出份额方程，被消去方程的参数可以用剩

下的M-1个方程来表示。对此Barten（1969）指出，消去哪一个方程与最终的估计

结果无关。 

（二）数据来源和描述统计 

为了能够以家庭为单位获得城镇家庭的收入、各种食品价格的数据，本文使用

了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CHNS）的微观数据。CHNS是由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

卡罗纳人口中心、美国营养与食品安全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进行的，该

调查一共进行了8 次，分别是1989年、1991年、1993年、1997年、2000年、2004年、

2006年和2009年，其目的是为了研究国家和地方政策对于居民营养和健康的影响。

调查范围涉及中国的辽宁、黑龙江、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和贵州9 

 



 

个省（自治区）。我国在2000-2004年食品价格较稳定，没有大的波动，而食品价格

从2004年开始上涨，特别是2008年食品价格出现大幅上涨。因此，本研究从CHNS2009

和CHNS 2004中选择相同的城镇家庭，CHNS 2004中共调查城镇家庭1453户，这些家

庭出现在CHNS2009 中的有1424户，剔除数据缺失的家庭后，有效家庭为1407户。我

们将以这些家庭为样本来研究食品价格上涨对城镇居民社会福利的影响。 

 本文以CHNS数据库中提供的“家庭三天食品实际总消费数量”和社区调查数据中

的“食品价格”数据为基础。家庭三天食品消费量调查采用的是食物存量法，该方

法首先用称重法和记账法详细记录家户连续三日的食物购进量、废弃量以及就餐人

数，然后再根据食物存量变化来计算家庭三日的进食量和家庭每人/每日的食物消费

量。而社区的食品价格的调查采用询问法，选取有代表性的食品，向社区领导和商

贩询问食品的自由市场价格和大商场的零售价。本文选取的是食品的自由市场价格。 

CHNS调查均用食品代码代替食品名称，CHNS2004和CHNS 2009均使用2002年版

的《中国食物成分表》中的代码。我们通过《中国食物成分表（2002）》找到各代

码对应的食品，完成食品代码和食品名称的转换，进而将食品消费量和价格进行匹

配，得到家庭的食品消费金额和各类食品的消费份额。根据研究需要将CHNS中所调

查的城镇家庭按家庭收入的高低分为五个阶层，每阶层各占20%，依次为最低收入阶

层、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高收入阶层和最高收入阶层。本文将分析这五个

阶层受食品价格的影响。 

 CHNS调查中有41种食品的数据。我们根据常用食品分类方法和本文研究的需要，

将这40多种食品分为8大类：粮食类、蔬菜类、水果类、肉禽制品类、奶制品类、蛋

类、水产类及其他。划分食品大类的方法可以减少分析变量的个数，减少分析难度。

对于各大类食品的价格，我们以各大类中所含食品的支出份额为权重对所含食品的

价格进行加权平均而得出。 

 本文假设家庭的主要决策是由户主做出的，户主的特征，如年龄、教育程度、职

业、婚姻状况等都对家庭的食品消费偏好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将家庭规模、户主年

龄、婚姻、教育程度和职业作为控制变量，这些变量均以CHNS调查中的数据采集方

式为依据。家庭规模即为家庭成员的数量，用数据1，2，…，n表示；户主婚姻状

态，用1代表未婚，2代表已婚，3代表离婚，4代表丧偶，5代表分居；户主教育

程度即为户主的最高学历，从1-6数值越大教育程度越高，1代表小学，2代表初中，

3代表高中，4代表技术学校或中专，5代表大专或大学，6代表硕士及以上。户主

职业，用数值1-7表示，数值越大职业的技术性越低，1代表高级专业技术工作者（如

医生、教授、工程师等），2代表一般专业技术工作者（护士、教师等），3代表行

政人员（如政府官员、行政干部、村干部等），4代表办公室一般工作人员，5代表

 



 

农民、渔民、猎人，6代表熟练工人，7代表非技术工人或非熟练工人。表1给出了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所有 最低 低 中 高 最高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主食类份额 0.37 0.14 0.43 0.14 0.39 0.14 0.38 0.13 0.35 0.14 0.30 0.13 

蔬菜类份额 0.29 0.13 0.26 0.14 0.31 0.12 0.31 0.11 0.29 0.12 0.30 0.13 

瓜果类份额 0.05 0.08 0.02 0.06 0.03 0.05 0.04 0.07 0.05 0.07 0.10 0.12 

肉禽类份额 0.09 0.08 0.08 0.09 0.08 0.08 0.08 0.06 0.10 0.08 0.09 0.08 

奶制品份额 0.03 0.07 0.02 0.06 0.03 0.10 0.03 0.06 0.03 0.07 0.04 0.07 

蛋类份额 0.03 0.04 0.04 0.05 0.03 0.04 0.03 0.04 0.03 0.05 0.03 0.03 

水产类份额 0.03 0.05 0.02 0.05 0.03 0.05 0.03 0.05 0.03 0.05 0.04 0.06 

其他类份额 0.10 0.08 0.12 0.09 0.10 0.07 0.09 0.05 0.10 0.08 0.11 0.10 

食品支出 9.05 0.61 8.51 0.73 8.97 0.55 9.17 0.44 9.25 0.42 9.37 0.43 

家庭规模 2.91 1.29 2.86 1.42 3.05 1.28 3.08 1.19 2.93 1.41 2.64 1.06 

户主年龄 53.27 13.61 56.63 16.42 52.68 13.06 53.18 13.04 52.04 12.34 51.82 12.31

户主学历 2.77 1.47 2.62 1.65 2.67 1.54 2.60 1.35 2.94 1.37 2.95 1.43 

户主婚姻 2.24 0.72 2.40 0.84 2.27 0.83 2.17 0.62 2.19 0.61 2.19 0.62 

户主职业 5.62 3.31 6.61 3.64 5.46 3.31 6.04 3.37 5.09 3.13 5.23 3.05 

观察值 1407  280  283  281  280  283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的估计程序是，首先根据（13）式求出消费支出的价格弹性，然后根据

（14）和（15）式估计马歇尔（非补偿）价格弹性和希克斯（补偿）价格弹性，再

根据（4）式估计食品价格上涨前后的补偿变量CV，从而得出食品价格上涨对居民

社会福利的影响。表 2 是我国城镇家庭各阶层消费支出价格弹性的估计结果。从整

体上看，所有城镇家庭的蔬菜类、瓜果类、肉禽类和水产类的支出弹性都大于 1，而

主食类、奶制品、蛋类和其他的支出弹性都小于 1。这说明，当收入上升时，家庭要

消费较多瓜果类和水产类食品，而较少地购买主食类和鸡蛋类食品。但对于不同阶

层，收入上升对食品消费量的影响是不同的。随着收入从最低收入阶层到最高收入

阶层的递增，蛋类和水产品的支出弹性呈递增趋势，瓜果、肉类和奶类的支出弹性

呈递减趋势，而主食和蔬菜的支出弹性变化不大。这说明主食和蔬菜类食品的消费

量比较固定，不会随着收入的增减而发生变化，瓜果、肉类和奶类的消费则随着收

入的增加而减少，而蛋类和水产类的消费将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表2   支出弹性 

 所有 最低 低 中 高 最高 

 Coef. SE Coef. SE Coef. SE Coef. SE Coef. SE Coef. SE 

主食 0.90*** 0.01 0.99*** 0.00 1.11*** 0.02 0.87*** 0.01 1.07*** 0.00  0.96*** 0.01 

菜 1.07***  0.00 1.13*** 0.06 0.77*** 0.02 1.14*** 0.02 1.14*** 0.01  1.12*** 0.01 

瓜果 1.27***  0.03 1.08*** 0.04 1.35*** 0.05 1.35*** 0.09 1.17*** 0.03  0.80*** 0.03 

肉 1.08***  0.01 1.23*** 0.09 1.27*** 0.06 1.44*** 0.19 0.66*** 0.06  1.08*** 0.01 

奶 0.99*** 0.00 1.19*** 0.05 0.70*** 0.09 1.06*** 0.02 0.72*** 0.11  0.92*** 0.01 

蛋 0.61***  0.03 0.66*** 0.15 0.31*** 0.26 0.21*** 0.11 0.68*** 0.05  1.13*** 0.02 

水产品 1.18*** 0.07 0.88*** 0.08 1.00*** 0.00 1.01*** 0.00 1.08*** 0.01  1.20*** 0.12 

其他 0.91***  0.01 0.62*** 0.15 1.44*** 0.07 0.95*** 0.01 0.78*** 0.02  0.89*** 0.01 

观察值 1407    280    283    281    280    283    

 备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通过支出弹性可进一步求出非补偿价格弹性和补偿价格弹性。表3、表4分别列

出了各阶层城镇家庭非补偿价格弹性和补偿价格弹性的估计结果。从表3和表可以

看出，所有阶层家庭的补偿价格弹性均为负，并且所有家庭的非补偿价格弹性估计

值在5%的置信水平上均显著，这说明当食品价格上升时，所有家庭的食品消费量都

会减少。奶制品、蛋类和其他类食品的非补偿价格弹性均大于1，这意味着当所有食

品的价格以相同的幅度上升时，奶制品、蛋类和其他类食品的需求量会以更大的幅

度下降。蔬菜、水果、肉类和水产品的非补偿价格弹性小于1，表明这些食品是缺乏

弹性的，即这些食品因价格变化引起的需求量变化会小于其自身价格的变化幅度。

从表3的估计结果中还可以看出，随着收入从最低收入阶层到最高收入阶层的递增，

奶类、蛋类、水产类和其他类食品的非补偿价格弹性（绝对值）不断下降，而主食

类、蔬菜、水果和肉类的非补偿价格弹性在各阶层之间差距不大。这个结果说明，

当所有食品的价格以相同幅度上升时，低收入者对奶类、蛋类、水产类和其他类食

品的需求量会下降得更多，而高收入者对上述食品的需求量将只有小幅度的下降。 

从表4可以看出，补偿价格弹性的绝对值普遍小于非补偿性价格弹性的绝对值，

这说明当食品价格上涨时，消费者会用较廉价的食品替代较昂贵的食品，这样就减

少了对较昂贵食品的消费量，使得补偿价格弹性和非补偿价格弹性之间存在差异，

这将会减少食品价格变动的影响。为了具体揭示食品之间的替代效应，我们在表5

中列出了各种食品间的补偿价格弹性。从表5可知，各食品间存在相互替代或互补

的关系，如肉类和蛋类、水产类的补偿价格弹性为正，即肉类分别与蛋类和水产类

互为替代品；而肉类和主食类的补偿价格弹性为负，即二者互为互补品。表4和和

表5的计算结果证实了Jensen & Miller (2008)的结论，即中国城镇居民在食品价

格上涨时确实存在食品消费的替代效应。因此，在研究食品价格的福利影响时，不

 



 

能只看食品自身价格的变化，还要考虑不同食品间的替代效应，这正是以QUAIDS方

法为代表的需求系统模型的优点。 

表3   马歇尔（非补偿性）自价格弹性 

 所有 最低 低 中 高 最高 

 Coef. SE Coef. SE Coef. SE Coef. SE Coef. SE Coef. SE 

主食 -1.22***  0.01 -1.01*** 0.00 -0.86*** 0.03 -1.20*** 0.01 -0.89*** 0.01  -1.07*** 0.01 

菜 -0.93***  0.00 -0.91*** 0.04 -1.14*** 0.01 -0.90*** 0.01 -0.90*** 0.01  -0.92*** 0.01 

瓜果 -0.84*** 0.04 -0.93*** 0.04 -0.74*** 0.04 -0.69** 0.08 -0.84*** 0.03  -1.15*** 0.02 

肉 -0.90*** 0.02 -0.79*** 0.08 -0.80*** 0.04 -0.61** 0.17 -1.31** 0.05  -0.93*** 0.01 

奶 -1.01*** 0.00 -1.70*** 0.07 -1.38** 0.11 -0.91*** 0.03 -1.44** 0.16  -1.11*** 0.02 

蛋 -1.72*** 0.06 -1.46** 0.21 -1.77** 0.29 -2.00** 0.14 -1.43** 0.06  -0.84*** 0.02 

水产品 -0.89*** 0.11 -0.84*** 0.10 -1.00*** 0.00 -0.98*** 0.00 -0.90*** 0.02  -0.77** 0.14 

其他 -1.14*** 0.01 -1.42** 0.17 -0.60** 0.06 -1.06*** 0.01 -1.25*** 0.02  -1.12*** 0.01 

观察值 1407    280    283    281    280    283    

 备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表4   希克斯（补偿性）自价格弹性 

  所有 最低 低 中 高 最高 

  Coef. SE Coef. SE Coef. SE Coef. SE Coef. SE Coef. SE 

主食 -0.98*** 0.02  -0.70*** 0.08  -0.53** 0.02 -0.95*** 0.03 -0.64*** 0.01  -0.84*** 0.02 

菜 -0.68*** 0.01  -0.67*** 0.04  -0.95** 0.04 -0.63*** 0.01 -0.64*** 0.01  -0.66*** 0.01 

瓜果 -0.73*** 0.04  -0.83*** 0.02  -0.65** 0.03 -0.59** 0.07 -0.72*** 0.02  -1.02*** 0.04 

肉 -0.81*** 0.01  -0.71*** 0.06  -0.70** 0.03 -0.51** 0.16 -1.23** 0.06  -0.83*** 0.01 

奶 -0.91*** 0.01  -1.62*** 0.05  -1.28*** 0.13 -0.80*** 0.03 -1.34** 0.17  -1.03*** 0.02 

蛋 -1.69*** 0.06  -1.42** 0.22  -1.74*** 0.30 -1.93** 0.15 -1.40** 0.07  -0.80*** 0.02 

水产品 -0.82*** 0.11  -0.79*** 0.08  -0.94** 0.01 -0.92*** 0.01 -0.83*** 0.01  -0.70** 0.14 

其他 -1.05*** 0.01  -1.33** 0.20  -0.50*** 0.05 -0.96*** 0.02 -1.16*** 0.03  -1.02*** 0.02 

观察值 1407  280  283 281 280  283

 备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表5   各食品之间的希克斯（补偿性）价格弹性（以所有家庭为例） 

 主食 菜 瓜果 肉 奶 蛋 水产品 其他 

主食 -0.98*** 0.11*** -0.02*** -0.04*** -0.12*** -0.15*** -0.11*** -0.06*** 

菜 0.44*** -0.68*** 0.21*** 0.19*** 0.26*** 0.18*** 0.20*** 0.22*** 

瓜果 0.61** 0.58** -0.73** 0.46** 0.71** 0.56** 0.56** 0.55** 

肉 0.45*** 0.33*** 0.22*** -0.81*** 0.27*** 0.19*** 0.20*** 0.23*** 

奶 0.24*** 0.23*** 0.10*** 0.08*** -0.91*** 0.03*** 0.05*** 0.09*** 

蛋 -0.69** -0.25*** -0.41*** -0.43*** -1.65*** -1.69*** -0.63** -0.53** 

水产品 0.70** 0.46** 0.37** 0.33** 0.50** 0.38** -0.82** 0.39** 

 



 

其他 0.03*** 0.12*** -0.02*** -0.03*** -0.11*** -0.14*** -0.10*** -1.05*** 

 备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利用2004年和2009年的食品价格数据，和2004年的居民补偿价格弹性数据，

我们可以得到不同阶层家庭的补偿变量（CV）的估计结果，该结果即为食品价格上

涨对各阶层社会福利的影响。表6列出了9个省区城镇居民各阶层社会福利的相对

变化。我们首先利用（3）式得到食品价格对居民社会福利的一阶影响，即CV1；然后

利用（4）式得到二阶影响，即CV2。2004-2009年间，所有家庭的一阶福利变化的平

均值为34.48%。这说明，我国城镇居民需要补偿 34.48%的食品开支，才能达到与价

格变化前相同的福利水平。不过，一阶影响没有考虑价格变化时各食品之间的相互

替代，高估了社会福利的损失，因此我们需要关注食品价格对社会福利的二阶影响。

如前所述，如果居民用较廉价的食品代替较昂贵的食品，则CV2显然将低于CV1。从表

6可以看出，所有地区和阶层的CV2都低于CV1，这再次证明替代效应是客观存在的。

根据CV2的计算结果，在这5年中城镇居民因食品价格上涨而导致的平均社会福利损

失，约为食品支出的30.51%。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04年到2009年间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累计上涨12.76%， 而城镇居民受食品价格上涨而损失的福

利（30.51%）远大于期间CPI的上涨。 

从各阶层的情况来看，几乎所有地区的CV1还是CV2都出现了随收入上升而下降的

情况。也就是说，收入越高的家庭，因食品价格上涨的冲击而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

越小；而收入越低的家庭，受食品价格上涨而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越大。最高收入

阶层和最低收入阶层之间的福利变化差距的一阶影响约为1.5%，而二阶影响则接近

6%。这说明，最低收入阶层要比最高收入阶层多支出6%的食品开支去维持价格上涨

前的消费水平。同时，各阶层一阶影响和二阶影响的差距也不同，收入越高二者差

距就越小，这说明收入越高的阶层越有能力用较便宜的食品代替较昂贵的食品。这

个结果意味着，收入较低的阶层消费的食品中价格较低的生活必需品比重较大，当

食品涨价时，此类食品难以用价格更低的食品来代替；而收入较高的阶层消费的高

价食品比重较大，因此在食品涨价时，用价格较低的食品来代替高价食品的可能性

也更高。这说明，低收入者不但受食品价格冲击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更大，而且也

更难以通过替代效应来进行缓冲。 

表6   2004-2009年各省区不同层次家庭福利的相对变化 

  CV 所有 最低收入 低收入 中等收入 高收入 最高收入 

一阶影响 31.74% 32.81% 32.01% 32.15% 30.91% 30.82% 辽宁 

二阶影响 27.60% 30.23% 30.80% 27.80% 23.33% 25.72% 

一阶影响 30.01% 29.98% 34.24% 30.24% 29.78% 30.15% 黑龙江 

二阶影响 25.87% 27.93% 32.69% 26.74% 24.77% 25.75% 

 



 

一阶影响 32.35% 31.72% 32.47% 32.42% 32.64% 32.50% 江苏 
二阶影响 28.77% 31.24% 29.00% 28.99% 26.04% 22.12% 

一阶影响 32.66% 32.46% 32.91% 32.36% 32.29% 33.26% 山东 

二阶影响 28.41% 30.25% 30.58% 29.48% 30.48% 24.58% 

一阶影响 37.64% 39.42% 39.18% 37.26% 36.93% 35.33% 河南 

二阶影响 34.59% 33.57% 34.21% 33.48% 25.91% 26.92% 

一阶影响 36.00% 36.69% 36.93% 36.04% 35.86% 34.40% 湖北 

二阶影响 31.80% 35.43% 34.03% 35.05% 32.98% 28.48% 

一阶影响 41.04% 41.04% 40.88% 41.07% 40.53% 41.67% 湖南 

二阶影响 36.45% 37.33% 40.53% 37.62% 36.93% 32.54% 

一阶影响 37.50% 39.08% 39.13% 37.21% 37.44% 34.60% 广西 

二阶影响 33.93% 34.44% 36.79% 34.85% 33.45% 31.93% 

一阶影响 31.38% 33.77% 31.02% 31.41% 30.29% 30.39% 贵州 

二阶影响 27.19% 32.30% 30.95% 30.41% 28.61% 22.85% 

一阶影响 34.48% 35.22% 35.42% 34.46% 34.08% 33.68% 各省平均 

二阶影响 30.51% 32.53% 33.29% 31.60% 29.17% 26.77% 

 

从各省区的情况来看，东北和东部沿海省份的城镇居民，受食品价格上涨的冲击

较小；而大多数中西部省份的城镇居民受食品价格上涨的冲击较大。其中湖南城镇

居民的社会福利损失最多，达到了36.45%，超过平均值6个百分点以上。但贵州城

镇居民的社会福利损失相对较低，仅为27.19%，还低于沿海各省，这可能与当地居

民的食品消费结构和食品贸易成本有关。各省的分阶层情况也有差异。其中辽宁、

黑龙江、湖南和广西的城镇各阶层社会福利损失差距较小，其他省区的各阶层社会

福利损失差距较大，尤其是在江苏和贵州，最低收入阶层和最高收入阶层的福利损

失差距都接近10个百分点。总的来看，经济较发达的省区和农业大省的城镇居民，

受食品价格上涨的冲击较小。而各省区不同阶层的差别，则真实地反映了这些省区

内部城镇居民不同阶层的社会福利差距，从结果来看，似乎与各省区的经济特征关

系不大，这方面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由于CHNS数据库本身的局限，我们只能

列出9个省区城镇居民不同阶层的社会福利损失情况，将来如果数据可得性进一步

改善，我们还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出更多省区城镇居民不同阶层的社会福利损失

情况。 

六、简要结论 

本文采用CHNS数据库的2004年和2009年的数据，以QUAIDS模型为估计方法，

计算了2004-2009年食品价格上涨对我国各地区、不同阶层城镇居民福利的影响。

与国内外文献相比，本文的估计方法既可以处理不同食品间的可替代性问题，又不

 



 

需要假定消费者的预算份额方程是线性的。而且，本文的数据来源更加广泛，可以

反映9个省区中5大社会阶层的社会福利变化。因此，本文的估计结果与已有文献

相比更加准确。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2004-2009年的食品价格上涨对城镇居民的社会福利造成了严重的负向冲击。

总计在这5年中城镇居民因食品价格上涨而导致的平均社会福利损失，约为食品支

出的30.51%，超过了在这期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上涨幅度。 

2. 从各阶层的情况来看，家庭收入越低，因食品价格上涨而导致的社会福利损

失越大。同时，各阶层食品替代效应的情况也不相同。家庭收入越低，食品价格上

涨的一阶影响和二阶影响的差距就越大。这意味着，低收入者不但受食品价格冲击

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更大，而且也更难以通过替代效应来进行缓冲。 

3. 从各地区的情况来看，不同省份的家庭受到的冲击也有较大差别。经济较发

达的省区和农业大省的城镇居民，受食品价格上涨的冲击较小。而本文对各省区不

同阶层居民的估计结果，则真实地反映了这些省区内部城镇居民不同阶层的社会福

利差距，此类差别的产生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上述结果表明，食品价格上涨对我国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城镇居民的冲击程度是

不同的。因此，如果政府和国内外各类慈善或救助机构，能够根据上述情况有针对

性地制定各种补贴或救助计划，将会更有效地减少某些地区城镇低收入家庭所受到

的负向冲击，防止城镇贫困家庭的境况恶化，从而起到减轻贫困、增进城镇居民社

会福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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